中美形成结构性依赖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关系。渗透在两国内部各个层面上的利益结构就像纵横交错的钢筋混凝土构架一样，支撑着中美关系的稳定。这种关系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对立矛盾；既有协调合作，也有摩擦冲突。 

　　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形成是中美的大国属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决定的。无论是国土规模、人口数量还是综合实力，中美都是无可非议的大国。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中美关系解冻时提出世界力量“五大中心”，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大国关系的基石之上。不过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闭、落后的边缘状态，只能算理论上的大国。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持续20多年的快速发展把中美关系的大国属性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输入美国的中国商品，输入中国的美国资本，形成了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和发展的纽带。全球化的产业链条就像一台笔记本电脑，CPU来自美国、硬盘来自日本、内存来自韩国、主板来自中国台湾、软件来自美国或者印度……这些部件在中国大陆被组装起来然后销往世界各地。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胡锦涛主席的话：“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中美已经成为牵动全球经济命脉的两台“发动机”，正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也决定了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相互依赖。今年4月，布什总统在欢迎胡锦涛主席访美的仪式上表示：“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我们两个国家共享众多的战略利益。”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都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维护现存秩序和进程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此外，“9·11”后的美国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依然以争取和平与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在客观上具有相互协调与合作的空间。 

　　当然，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对华依然保留有“防范”和“两面下注”的思维，中国对美国也依然存在着对台湾问题的担心。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全面倒退到冷战时对立状态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事实上，中美关系在如何避免冷战和战略冲撞方面存在着广阔的主观能动空间。尤其在台湾问题上，避免台海局势失控已经成为双方的基本共识。而作为两个具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在超越双边，面向全球的经济、能源、安全、人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上需要越来越多的合作。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美相互依赖最终表现为两国国内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利益群体和结构。两国关系已超越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间的关系，发展成了两个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对美出口产业、美国的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企业都成为各自国内经济的支柱。中美关系发生动荡和破裂，不仅会让广东、福建的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而且也会波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产业、西雅图的航空制造业、中西部的农场主乃至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已经超越国界而在两国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共同利益结构。20世纪50年代，前美国国防部长、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曾说过一句名言：“通用汽车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现在，这句话恐怕要改为：“通用汽车的利益就是中美关系的利益”。 

　　在全球化的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贸易逆差以及失业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性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自然出现的负面效应，但在双方的国内环境中，它们会以不同程度和形式上升为国内政治甚至外交问题，如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和利益集团大肆炒作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建立和加强相互沟通的机制和渠道，管理和控制负面效应，避免影响大局。 

　　从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角度看，两国不久前宣布启动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它为现有的富有建设性的双边经济对话和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宏观框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仅关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还将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列入对话议题，这也是两国“作为国际经济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所应担当的角色。
